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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视角主义对管理研究的启示

姜红丙
（郑州大学 管理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科学视角主义是在逻辑主义基础上发展的一种科学哲学思想，其核心思想在于

强调科学知识的条件性。本文分析了现行的管理研究范式，探讨了引入科学视角主义的动机及

可行策略。目前管理学界流行的研究范式是：强调研究的理论基础、偏爱验证性研究、追求研究

结果的统计意义显著。研究者为了迎合这些要求，可能会采取一些有问题的研究行为。而这些

行为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现有的管理知识库中，充斥着大量假阳性研究结果，这对管理学的发

展无疑是不利的。本文分析了上述研究范式的科学哲学思想根源，指出逻辑主义对这一研究范

式的影响甚深，论证了以科学视角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管理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减少有问题的

研究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破除目前管理研究忽视假设条件与情境因素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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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理论有了，假说有了，实验也做了，但是数据分析的结果不显著，我们都很失望。这篇论文

可能无法发表了，但是，一位不愿接受失败的合著者用新的数据分析方法发现了一个出乎意料

的关系。我们重新燃起了希望，准备围绕着这个不曾预测到的关系重新组织论文，并试图发表

到顶级期刊上，因为这个新发现很有趣。在接下来的写作中，这位合著者把那个事后发现的新

关系写成事前就预测到的。我建议把开始的失败也写进去，但是他说：“那样的话，我们的论文

就永远发表不了，篇幅太长了，期刊编辑和审稿人也不愿意看到那些东西。我们要把这个新关

系按事前预测的方式去写，毕竟大家都这么做。”我知道他说的是实际情况，我是一位资深的研

究者，是多个管理期刊的编委成员，在管理领域的顶级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回想自己以前

也做过类似的事情，虽然没有这么直接。再加上这位合著者还没有拿到终身教职，这篇文章对

他来说很重要。因此，尽管不情愿，我仍然说：“好，那就这样做吧。”后来，这篇文章在管理领域

的A期刊上发表了（Anonymou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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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描述的是一个管理研究领域的真实案例，反映了正在热议的发表偏倚问题（publication
bias），其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在同等研究质量的前提下，统计检验显著的结果比不显著的结

果更容易得到发表（Franco等，2014）。在追逐统计意义显著的过程中，研究者可能涉及各种有

问题的研究行为（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s，以下简称QRPs）（Banks等，2016；O’Boyle 等，

2014），从而导致了知识库中存在着大量的假阳性研究结果（false positive research findings）。关
于QRPs产生的原因，O’Boyle等（2014）运用一般压力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进行了解释：当

感到论文投稿将要被拒时，研究者会承受巨大的压力（没有论文便无法拿到终身教职、学术前

途暗淡、生计艰难等），在压力之下产生了焦虑不安等负面情绪，于是研究者采取了有问题的研

究行为。

至于为什么研究者会感到论文将要被拒，O’Boyle等（2014）未作更为详尽的说明，Banks等
（2016）则指出了两方面最常见的原因：（1）论文没有很强的理论基础：由于管理学界十分强调

理论的重要性，要求每个待检验的预言都要有牢固的理论基础，难免会迫使研究者采取事后解

释的方法（HARKing：hypothesizing after the results are known）来应对（Kerr，1998；Leung，
2011），这就是本文开头案例中谈到的做法；（2）研究是探索性的，或者验证性研究结果统计意

义不显著，由于管理学界普遍认为验证性研究优于探索性研究，并且验证性研究的结果要统计

意义显著，于是出现了过分追求p小于0.05的现象。

但是强调研究的理论基础、偏爱验证性研究、追求研究结果的统计意义显著，这些背后的

科学哲学思想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丰富我们对QRPs产生根源的理解，使我们对这

些习以为常的信条加以认真的考察。然而，现有的管理研究文献并没有给出答案，本文将从科

学哲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给出尝试性的回答。本文的总体观点是逻辑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和否

证主义）构成了这些研究信条的思想根基。具体而言，本文从逻辑检验、经验检验和科学进步三

个方面来介绍逻辑主义的核心观点，并分别解释了为何管理研究强调理论基础、偏爱验证性研

究和追求统计意义显著。强调理论基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容易通过研究的逻辑检验；偏爱验

证性研究是因为它们经历了经验检验阶段，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追求统计意义显著主

要是为了说明研究者所做的研究推进了科学知识，因为根据逻辑主义，科学进步的标志是历史

的确证，而一个命题想要得到历史的确证，就要统计意义显著。

然而，强调研究的理论基础容易诱惑我们先有数据后有理论，偏爱验证性研究容易诱惑我

们把探索性研究的结果以验证性研究的方式呈现，而不忠实地报告；追求研究结果的统计意义

显著容易诱惑我们仅仅追求逻辑的确证，而忽视了历史的确证才是科学进步的标志。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引入了科学视角主义思想来减少QRPs。科学视角主义是在逻辑主义

基础上发展的一种科学哲学思想。本文分别从逻辑检验、经验检验和科学进步三个方面分析了

科学视角主义是如何继承和发展逻辑主义的。尤其是在科学进步方面，虽然科学视角主义承认

历史的确证是科学进步的标志，但是它更加强调识别科学结论成立或不成立的条件是科学进

步的标志。因而，研究结果是否统计显著显得没有那么重要。同时，本文就如何根据科学视角主

义思想进行管理研究，在理论层次上、经验层次上和报告层次上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策略。

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在于，在关于QRPs的前沿研究（Banks等，2016；O’Boyle等，2014；
Leung，2011）的基础上，从逻辑主义的视角推进了我们对QRPs产生根源的理解，并引入了科学

视角主义思想，提出了有助于减少管理研究中QRPs的研究策略。

以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出了本文要解决的四个研究问题：（1）为什么管理学界强

调理论和验证性研究？（2）在验证性研究时为什么要追求统计意义显著？（3）为什么科学视角主

义有助于减少QRPs？（4）根据科学视角主义，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管理研究？第三部分从逻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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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视角对QRPs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回答了前两个研究问题；第四部分分别从逻辑检验、经

验检验和科学进步三个方面分析了科学视角主义是如何继承和发展逻辑主义的，回答了第三

个研究问题；第五部分分别从理论层次、经验层次和报告层次阐述了在管理研究中如何应用科

学视角主义思想，回答了第四个研究问题；第六部分总结并指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  问题的提出：管理研究方法与有问题的研究行为

如图1左侧所示，一项典型的管理研究遵从“假说演绎法”（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
或者“猜想与反驳法”（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从研究问题出发，然后综述相关文献和理

论，讨论有助于回答研究问题的理论假设，进而从理论假设中推导出预言（hypothesis）
①
；接着

进行研究设计（选取或开发构念测量工具、设计数据收集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之后进行实际

数据收集、预处理、数据分析和解读；最后进行总结，撰写报告（彭玉生，2010）。上述过程可以划分

为两个阶段：（1）理论发展阶段，包括研究问题、理论假设和预言，也可称之为“猜想阶段”；（2）验
证性研究阶段，包括研究设计、数据收集与预处理和数据分析与解读，也可称之为“反驳阶段”。

A

B

C

B

C

A

 
图 1    管理研究方法与QRPs

① Hypothesis如何翻译，研究者并未取得一致意见，最常见的两种译法是“假说”和“假设”。Hypothesis在科学哲学领域经常与“理论”混用
（Lieberson和Horwich，2008），在国内经典的科学哲学（或自然辩证法）教科书中多翻译为假说。一般认为假说与理论有着相同的逻辑结构与表
达方式，只不过假说尚未得到足够多的经验证据支持（刘大椿，2011）。假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即作为个别的假设与作为判断系统的假设（曾
国屏等，2005）。狭义的假说是指有关对象存在，或有关某一对象与其他对象之间具有本质联系的猜测性判断。广义的假说是指判断的系统，其
中既有一些狭义的假说，它们是系统中具有或然性质的原始前提，另外还有一些由这些前提所作的演绎展开，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整体。

在管理研究领域，研究者对hypothesis的理解也不唯一。一些研究者接受（Bacharach，1989）对组成一个理论的proposition和hypothesis所作
的区分，认为proposition表达了构念与构念之间的关系，而hypothesis则表达了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构念是抽象的、不能直接观察的，而变
量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是构念的操作化结果。也就是说，proposition是理论命题，hypothesis是经验命题，hypothesis是proposition的操作化版本。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接受（Kerlinger，1986）对hypothesis所作的定义：它是研究者表达两个或者多个现象之间关系的猜测性命题。但是根据大量
的管理研究论文对hypothesis的使用习惯来看，hypothesis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理论命题，另一方面作为经验命题，到底是二者之中哪种解
释则视语境而定。本文采用hypothesis的两重性解释，但是为了避开对hypothesis容易混淆的理解，本文用“预言”来翻译hypothesis。预言所表述
的关系是在数据收集之前就应该确定了的，此时预言作为理论命题，进行数据分析时的预言则是经验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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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研究过程中发生的故事远比图1左侧所示的复杂。当很辛苦地从数据当中发现某个新

关系，却由于没有理论而担心投稿被拒的时候，HARKing就成为省力而又不容易被发现的选

择。当发生否证困境的时候（Greenwald等，1986），如图1右侧所示，研究者极少直接报告否证结

果，而是仔细检查研究过程的上游环节，希望通过改变上游某些环节而获得确证结果

（McGuire，1983，1989）。常常在获得确证结果无望时，才报告否证结果或者放弃研究问题

（Franco等，2014；Nosek等，2015）。
当为了探索性的新关系进行事后解释，而不重新收集经验数据进行检验时，研究行为是有

问题的；当进行验证性研究发生否证困境，希望通过改变研究过程中的某些环节（McGuire，
1989；Simmons等，2011）而获得显著的结果的时候，很多行为可能是有问题的。表1列出了几种

典型的QRPs，并对它们作了分类。QRPs介于负责任的研究行为（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RCR）与伪造、窜改和剽窃（fabrication，falsification，and plagiarism，FFP）之间。如果按

照从好到坏对这三类研究行为进行评价，三者的排序为：RCR→QRPs→FFP（Sijtsma，2016）。

QRPs在很多领域都存在，例如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和传播学。管

理研究领域也不例外（Banks等，2016；Garud，2015；O’Boyle等，2014）。
学术界普遍意识到了QRPs的危害性。QRPs导致假阳性研究结果，严重影响研究的质量和

可靠性（Sijtsma，2016）。一旦假阳性研究结果进入知识库，它们会长时间存在，一般不会被否证

表 1    有问题的研究行为

分　类 有问题的研究行为 参考文献

改变理论假设
理论假设与数据分析结果不
匹配时改变理论假设

Schaubroeck，2013；Teplitskiy，2016

改变预言

选择性地报告结果显著的预
言

Banks等，2016；John等，2012；Mazzola和Deuling，2013

改变、增加或删除一些预言等
（HARKing）

Banks等，2016；John等，2012；Nuzzo，2015；O’Boyle等，
2014

改变研究设计

选择性地增加或者删除变量
Banks等，2016；Bernerth和Aguinis，2016；O’Boyle等，
2014

隐藏方法细节 Martinson等，2005；Simmons等，2011
改变或者运用不恰当的研究
设计

Martinson等，2005

改变数据和数据
收集方法

根据结果是否显著删除部分
数据

Aguinis等，2013；Banks等，2016；O’Boyle等，2014；
John等，2012；Simmons等，2011

根据结果是否显著决定是否
收集更多数据

Banks等，2016；John等，2012

改变数据分析方
法

没有报告全部控制变量
Bernerth和Aguinis，2016；John等，2012；Simmons等，
2011

对p值取近似值，例如，数据分
析得p值为0.052，报告p值小于
0.05

Banks等，2016；John等，2012

不断地进行统计计算直到
p<0.05

Banks等，2016；Head等，2015；Leek和Peng，2015

注：表中对QRPs所作的分类主要为了对应图1中管理研究方法的各个环节，同一种QRP有可能出现
在若干个环节，例如，“理论假设与数据分析结果不匹配时改变理论假设”也是一种HARKing行为，
HARKing一般出现在理论假设环节和预言环节。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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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pes和McDaniel，2013）。知识库中存在着大量的假阳性研究结果，意味着发表的研究不能代

表所有的研究（Kepes和McDaniel，2013），因为那些放在文件抽屉里的不显著的研究结果常常

没有发表的机会。由于这些不显著的研究结果无法进入公众的视野，其他研究者可能会继续做

同样的研究（Garud，2015），浪费大量的资源，如何减少QRPs已经成为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Banks等，2016；Franco等，2014）。
要减少QRPs就要知道它们产生的原因，如在引言部分所述，当研究者感到论文将要被拒

时（O’Boyle等，2014），或者越急切地发表文章时，研究者就越可能以QRPs的方式迎合现行管

理研究范式的要求（Banks等，2016）：强调研究的理论基础、偏爱验证性研究、追求研究结果的

统计意义显著。但是这些要求背后的科学哲学思想是什么？现有的管理研究文献并没有回答。

因此，本文要回答的前两个研究问题是：（1）从科学哲学的视角看，为什么管理学界强调理论和

验证性研究？（2）从科学哲学的视角看，在验证性研究时为什么要追求统计意义显著？

最近，科学视角主义获得了较大的关注，被认为是一种新兴的科学哲学观（Giere，2006；蔡
海锋，2015；朱彦明和汤伟松，2014）。本文认为把它引入到管理研究中对减少QRPs大有裨益，

因此后两个要回答的研究问题是：（3）为什么科学视角主义有助于减少QRPs？（4）根据科学视

角主义，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管理研究？

三、  有问题的研究行为产生的根源分析

现行的管理研究范式如此强调理论、验证性研究和研究结果统计意义显著（Banks等，

2016），其背后的科学哲学思想主要可以归结为逻辑主义。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相对，主要包括

逻辑经验主义和否证主义。本节首先从逻辑检验、经验检验和科学进步三个方面介绍逻辑主义

的主要观点（如表2所示），然后根据这三方面的观点回答了前两个研究问题。

（一）逻辑主义

逻辑经验主义和否证主义都坚持，在对一个理论进行经验检验之前，要先对其进行逻辑检

验（Popper，2002）。逻辑检验的主要内容是利用数理逻辑的成果，评价理论内部一致性和外部

一致性（曾国屏等，2005；任定成，2012）。理论的内部一致性是指构成一个理论的各个命题在逻

辑上是否相矛盾。理论的外部一致性是指一个理论是否与已获公认的背景知识相矛盾。一般来

说，背景知识已经经受了科学共同体的严格批判和长期检验，获得了普遍接受。如果一个理论

与背景知识相容，则会得到较为有利的评价而容易被接受。否则，它就必须经受更为严格的经

验检验。逻辑检验在研究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验检验只能表明理论与经验证据是否一致，

只有通过逻辑检验才能阐述清楚理论被确证或被否证的原因。因此，逻辑检验是一个知其所以

然的过程。

逻辑经验主义和否证主义都强调一个理论或科学命题应该具有可检验性。可检验性是指

一个命题具有导出观察命题并被观察命题所确证或否证的可能性。逻辑经验主义强调确证，否

表 2    逻辑主义的主要观点

逻辑检验
（1）研究者应当具有明确的预言和导出该预言的理论假设，预言和理论假设将指导经验
检验阶段的数据收集工作；（2）当不同的预言及其栖身的理论假设之间有逻辑矛盾时，若
其中一个为真，则与其矛盾的必然为假。

经验检验
（1）预言及其栖身的理论假设须要接受经验检验；（2）经验检验最主要的目的是确证或者
否证预言及其栖身的理论假设。

科学进步 历史的确证是科学进步的实际标志，否证仅仅是科学进步的潜在标志。
资料来源：根据Popper（2002）、McGuire（1989）和任定成（2011）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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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主义强调否证。当预言所表达的事态的确存在，或者说预言发生了，那么导出预言的理论假

设就得到了一次确证，如果预言不发生，就得到一次否证（任定成，2012；张大松，2009）。逻辑经

验主义把科学知识归纳为通过归纳法从经验确立起来的命题，科学进步是这种命题的累积（卡

尔•波普尔，2005）。但是逻辑经验主义所强调的确证在逻辑上犯了肯定后件的错误，否证主义

看到了这点，指出应当进行否定后件的推理。也就是说，当预言不发生时，能够推导出理论假设

有错误，因此应当构造严格的检验环境，把预言放置在危险的境地（可否证度高），千方百计地

找出错误的理论假设，通过不断地排除错误而获得进步。在否证主义看来，确证的意义更在于

它提供了证据表明被确证的理论假设有理由否证并且取代旧理论假设（任定成，2011）。
重大的科学进步是以对大胆的预言的确证为标志，或者以对谨慎的预言的否证为标志

（Chalmers，2013）。这里所说的“大胆”和“谨慎”是相对于提出某个预言时的“背景知识”而言的。

通常认为科学史的某个阶段被普遍认可并得到充分确证的科学理论的总体称为那时的背景知

识
①
（Chalmers，2013）。对大胆的预言的确证能促进科学进步，因为这意味着发现了某种前所未

闻的或者认为是不可能的事物；对谨慎的预言的否证能促进科学进步，因为这意味着发现了广

为接受的、被认为是正确的预言事实上是错误的。对大胆的预言的否证或对谨慎的预言的确证

则不会促进科学进步。因为，如果一个大胆的预言被否证了，那么，我们获得的信息无非是又一

个疯狂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果一个谨慎的预言被确证了，那么，我们获得的信息也仅仅

是某个广为接受的、被认为是正确的预言，再一次被成功运用了。

根据是否考虑背景知识，Musgrave（1974）区分了逻辑的确证（logical confirmation）和历史

的确证（historical confirmation）这两个概念。逻辑的确证是指，不管是理论假设在先还是经验

证据在先，只要经验证据与理论假设导出的预言一致，那么就可以说理论假设被经验证据确证

了。根据逻辑的确证观，事后解释（HARKing）没有问题。但是，历史的确证观认为逻辑的确证

并不是真正的确证，真正的确证是理论假设经过严格的检验而仍然没有被否证。历史的确证观

认为需要考虑背景知识：如果根据背景知识，预言不太可能会发生，但经验证据表明预言的确

发生了，这时可以说，理论假设通过了严格的检验，得到了真正的确证。

因此根据逻辑主义，历史的确证是科学进步的实际标志（任定成，2011）。但是否证仅仅是

科学进步的潜在标志，因为当一个预言被否证了，我们并没有得到前进的方向（Locke，2007），
当一个理论被否证了一次或多次，但只要替代理论还没出现，我们仍然使用旧理论。

（二）为什么管理学界强调理论和验证性研究？

1. 对理论的强调深受逻辑主义关于理论需接受逻辑检验思想的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管理学界之所以强调理论，主要是因为我们需要对预言及其栖身的理论假

设进行逻辑检验。如果一项研究仅仅给出一个预言，而不给出得出这个预言的理由，那么别人

无法对其进行逻辑检验；如果给出了得出预言的理由，但是理由不充分（理由没有得到足够多

的经验证据支持），那么逻辑检验不容易通过。所以，研究者优先选择用于支持预言的理由，是

某个研究领域内广为接受的理论（existing theory），其次是理论模型（existing models，diagrams，
figures），再次是某些概念框架（existing conceptual arguments），然后是先前研究的经验结论

（references to past findings），最后为符合逻辑的想象（logical speculation）（Colquitt和Zapata-
Phelan，2007；Sparrowe和Mayer，2011）。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管理研究者认为预言应该

从某个既有理论中导出（Hambrick，2007；Locke，2007）。
2. 对验证性研究的强调源自逻辑主义关于理论需接受经验检验的思想

验证性研究与探索性研究相对，是指收集、分析经验数据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所预测的现象

① 背景知识有多种定义，此处仅列出了最为严格的定义，其他的典型定义见参考文献（Musgrave，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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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发生；探索性研究则是指收集、分析经验数据的目的是为了从数据中发现新的、有趣的关

系或现象（Jaeger和Halliday，1998）。二者的一个重要区分在于，关于数据分析的各种选择（如样

本容量、统计量等）是否在数据收集之前就确定了，如果是，则可称其为验证性研究，如果否，则

可称其为探索性研究。按照猜想与反驳法，探索性研究仅仅完成了猜想阶段的任务，没有完成

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因为在经验科学中，任何理论性的认识最终都要接受经验法庭的审判；而

验证性研究则完成了反驳阶段或经验检验阶段的任务，因此，管理学界更加偏爱验证性研究。

（三）在进行验证性研究时为什么热衷追逐统计意义显著？

根据逻辑主义，历史的确证是科学进步的实际标志，否证仅仅是科学进步的潜在标志。这

一思想反映到验证性研究中就显示为对统计意义显著的追逐：我们希望预言及其栖身的理论

假设得到支持，而预言是作为备择假设出现在统计显著性检验中，所以我们希望p值小于0.05，
以拒绝原假设。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1）很多人常常忽略历史的确证与逻辑的确证的区别，仅

仅追求二者表现出来的相同点——统计意义显著；（2）通常认为的假设检验常常不能胜任我们

希望它完成的工作
①
。

四、  为何科学视角主义有助于减少有问题的研究行为？

为了减少QRPs，从改变支撑管理研究实践的科学哲学思想入手是有益的尝试。科学视角

主义（scientific perspectivism）是在逻辑主义的基础上发展的科学哲学思想（Giere，2006；
McGuire，1989；Tebes，2005）。本节将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什么是科学视角主义？（2）科学视

角主义对逻辑主义有何发展？（3）为什么科学视角主义比逻辑主义更容易减少QRPs？
（一）什么是科学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经康德、莱布尼茨等人发展，由尼采系统化（Pearce，2013），后又经麦奎尔

（McGuire，1983，1989，2006）、吉尔（Giere，2006）等重新阐释，并冠以“科学视角主义”
②
之名。科

学视角主义主张科学知识是由客观世界与科学家的感官知觉、仪器设置、理论框架等交互作用

的产物，它所刻画的并非客观世界本身，而是在特定视角之中所呈现的世界（蔡海锋，2015）。
科学视角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在于，它强调科学知识的条件性（Giere，2010），也就是说，科

学知识总呈现出如下表述形式：在某条件下，某结论是成立的（马庆国，2002）。麦奎尔

（McGuire，1989）则从科学知识作为表征的角度，指出由于人的认知能力与认知环境密切相

关，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知识的变化，进而导致了科学知识具有不充分表征、错误表征和过度

表征的缺陷，最终得出结论：科学知识总是放在某个情境中，从某个角度看是对的。Walker和
Cohen（1985）指出任何一个社会学的通则命题，既是对的又是错的，也就是说既有能够确证它

的经验现象，也有能够否证它的经验现象，因此，必须指明一个理论的界限条件，即该理论的特

定适用范围及应用界限。

①  我们通常认为的假设检验，其实是Fisher和Neyman-Pearson（以下称二人为N-P）关于假设检验思想的杂合体，内部存在着种种矛盾
（Newman，2008；Nuzzo，2014）。Fisher模式下的p值是在某个假设H为真的前提下，观测数据出现如此极端或更加极端值的概率。p值越小，则否
定假设的证据越强，研究者就越有信心认为，根据一次观测，假设是不成立的。但是Fisher还认为，即使拒绝了H，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接受或支
持其他的假设；如果要验证另外一个假设，则需设计另外一套检验程序，而不是在一次检验中拒绝某一假设，同时接受另外一个假设。因此，
Fisher认为备择假设的引入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吕小康，2012）。N-P式假设检验则采用原假设对备择假设的形式。检验的要旨为在限制第一类
错误的概率不超过显著性水平α的条件下，谋求第二类错误的概率β的最小化。N-P式的假设检验思想是基于重复抽样的前提得出的，并不能
保证根据某一个样本的观测结果做出的接受或拒绝的决策是对还是错（吕小康，2012）。同时，在N-P的思想框中，完全没有提到p值，他们使用
拒绝域来对假设进行判别。现在我们经常理解的NHST就是Fisher式和N-P式假设检验思想的杂合：如果p≤α，我们就要拒绝原假设，如果p>α，
我们就要接受原假设。最近，美国统计协会声明了关于p值的6个原则（Wasserstein和Lazar，2016）。虽然这6个原则是统计学家的老生常谈，但
是，这是一个国际上极具影响力的统计学组织，第一次为p值的问题发表声明。可见，科学研究中对p值的误用、滥用已经相当严重了（Baker，
2016）。

② 在国内，由郭贵春、魏屹东、成素梅等人倡导的语境实在论与科学视角主义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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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的条件至少包括形而上学的、理论上的、方法论上的、经验上的、社会的、技术上

的条件（Giere，2010）。这些条件，可以用“视角”来统称它们。视角原本是指把三维空间中的某

个物体按照一定的角度投射在二维平面上，这样可以突出物体某方面的信息。科学视角主义中

的“视角”是一系列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事物的统称（cluster concept）（Van Fraassen，2008）。还有

一些学者认为视角是由一组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选取的概念及概念间的关系组成的框架，用

于组织我们的经验（Anderson，1998）。尽管视角有着众多不同的定义，但是大多同意每个视角

仅仅反映了事物的某个（些）方面，我们在这个（些）方面获得的关于事物的信息受视角的限制，

因此，我们需要从多个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同一个事物。在管理研究中，当被问到为什么只研究

某几个构念，是否有遗漏的关键构念时，我们常常以“根据某理论”为自己做辩护。其实，我们就

是在利用视角做辩护。

（二）科学视角主义对逻辑主义有何发展？

科学视角主义对逻辑主义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如表3所示。

（三）科学视角主义比逻辑主义更容易减少有问题的研究行为

根据O’Boyle等（2014），QRPs的最主要的动因是过度追求统计意义显著。追求统计意义显

著的实质是追求理论假设得到确证，因为历史的确证是科学进步的实际标志。科学视角主义更

加强调识别科学结论成立或不成立的条件是科学进步的标志，因此，它倡导科学研究不管是确

证还是否证，明确在什么条件下得到确证或者否证更为重要，没有必要追求统计意义显著。

事实上，很多研究者只是在写研究报告而不是在实际进行研究时，才像逻辑主义者那样

（魏屹东，2015）。在明确预言后，一个深谙研究发表规则的研究者开始寻找能够导出预言的理

论假设。他一般并不正式地收集数据检验预言，而是先做一些思想实验，思考预言在什么样的

经验情境中得以成立。在思想实验中他会抛弃一些不太可能得到确证结果的情境。当寻找到有

希望的情境时，他会先做一些前研究工作（prestudies），对自变量和因变量及它们的测量指标

做各种不同的操作，直到感到对正式收集数据有足够的把握时，他才会开始正式收集数据。如

果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预言没有发生，他一般不会马上认为预言及其理论假设有问题，而是

首先考察为什么没有得到确证结果。会不会数据分析方法有问题？会不会有些构念的测量有问

表 3    逻辑主义与科学视角主义主要观点对比

逻辑主义 科学视角主义

逻
辑
检
验

（1）研究者应当具有明确的预言和导出该
预言的理论假设，预言和理论假设将指导
经验检验阶段的数据收集工作

同意前者观点（1），并进一步强调不仅要明确预言和导出
该预言的理论假设，还要明确预言的对立命题及导出该
对立命题的理论假设

（2）当不同的预言及其栖身的理论假设之
间有逻辑矛盾时，若其中一个为真，则与
其矛盾的必然为假

反对前者观点（2），主张不同的预言（即使是相互矛盾的
预言）及其栖身的理论假设在不同的情境或视角下，可以
同时为真

经
验
检
验

（1）预言及其栖身的理论假设须要接受经
验检验

同意前者观点（1），并进一步强调经验检验应该更系统，
应充分考虑到可能的调节变量、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

（2）经验检验最主要的目的是确证或者否
证预言及其栖身的理论假设

反对前者观点（2），主张经验检验不仅仅是为了确证或者
否证预言及其栖身的理论假设，更重要的是通过指出什
么情境、视角下预言及其栖身的理论假设成立或不成立

科
学
进
步

历史的确证是科学进步的实际标志，否证
仅仅是科学进步的潜在标志

同意前者观点，但是更突出强调，识别科学结论成立的条
件是科学进步的标志

资料来源：根据McGuire（1983，1989，2006）、Popper（2002）和任定成（2011）整理。

 

106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39卷第3期）



题？会不会样本有问题？是否有没考虑到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当然也可能会重新考虑最初

的预言。经过这样一番探索和改变，如果得到确证结果，那么一篇正式的研究论文就成文了。当

然论文里大多只会记录最终的、精心构造的成功历程，极少报告前面曲折的探索过程。

这是对管理研究较为切合实际的描述。科学视角主义认为，前面曲折探索的过程（如思想

实验、前研究、不成功的最初实验等等）包含了重要的信息，研究者正是通过这个曲折的探索过

程发现了最初预言及其理论假设的充分意义，即什么条件下，预言得以成立或不成立。科学视

角主义倡导使用恰当的研究策略把前面曲折的探索过程系统地组织起来以揭示预言及其理论

假设的充分意义（McGuire，1983）。

五、  科学视角主义在管理研究中的实施策略

科学视角主义提倡使用恰当的研究策略把探索科学结论条件性的曲折过程系统地组织起

来。从理论、经验和报告三个层次来探讨科学视角主义在管理研究实践中可能的实施策略（如

图2所示），并附以相应的管理研究文献加以印证。

（一）理论层次

1. 通过文字游戏和构建预言的对立命题，拓展初始预言的意义

研究始于研究问题，但指引研究者开始做研究的问题常常和最终呈现在论文中的研究问

题是不一样的，这里面存在一个学习和深化理解的过程。吸引研究者开始做研究的可能是一个

他感兴趣的构念、想知道导致某种现象的原因、想知道某种现象能够导致的结果等等，但是大

部分研究者在研究过程的某个时刻都会发现或者猜想一个松散的预言：两个构念之间具有的

某种关系，称其“松散”是因为此时预言的构念通常没有精确的定义。
给定一个松散的预言，我们可以通过做一些文字游戏来拓展预言中构念的意义

（McGuire，1989）。例如，研究者可以把一个构念的同义词、反义词尽可能多地罗列出来，然后

 
图 2    科学视角主义在管理研究中的实施策略

 

科学视角主义对管理研究的启示

107



逐个考察，判断是否有能替代原有构念的词语或者能够补充原有构念未尽之意的词语。再如，
可以把一个构念包含的相关子构念一一罗列出来并分类，使它们呈现出一定的结构，以丰富原
始构念。当然，更费时费力但也更严谨的做法是回顾所有重要的文献，一一记录文献对原始构
念的定义。之所以提倡用文字游戏来拓展构念的意义是因为词语只能表征复杂现象的一部分，
人们最初选择的词语可能没有全部表达其心中所想，通过文字游戏可以使预言中的构念更清
晰、更准确。管理研究特别强调概念的清晰性和准确性（Podsakoff等，2016；Roy，2010；Yaniv，
2011），因为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自然科学研究的概念定义和操作程序比较标准，没有太多异
议，而管理研究则需要用大量篇幅澄清概念纠纷。

通过构建预言的对立命题可以拓展预言的意义。预言的对立命题是指在同样的条件或视

角下，如果预言成立，那么它就不能成立的命题。例如，“构念X提高构念Y”的最常见的对立命

题就是“构念X降低构念Y”。如果预言与其对立命题同时成立，那么一定是二者成立的条件或

视角不同。管理研究中最近热议的过犹不及效应（too-much-of-a-good-thing effect）说明了研究

预言的对立命题的重要性（Busse等，2016；Pierce和Aguinis，2013）。过犹不及效应是指通常认

为构念X与构念Y之间的正相关的线性关系，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经过一定分界点之后变成

了负相关关系。过犹不及效应在管理研究领域是大量存在的。根据科学视角主义，同时研究预

言“在C1条件下X与Y有正相关关系”和“在C2条件下X与Y有负相关关系”，比仅仅研究预言

“X与Y有正相关关系”更具优越性。

2. 通过对预言的多种解释及形式化揭示预言的条件性

大多数管理研究通常找到一个理论，或者多个理论的拼接，使它能够导出预言。本文把一

个理论看作是若干相互联系的理论命题构成的集合。此时，预言有可能是某个理论A的部分命

题按照演绎推理规则推导出来的；也可能是从理论A的部分命题、理论B的部分命题和理论

C的部分命题，按照演绎推理规则推导出来的。我们统称能够推导出预言的命题集合为该预言

的一个理论假设集或理论解释。

按照科学视角主义的观点，给定一个预言或该预言的对立命题，我们需要找到它的多种理

论解释（McGuire，1989）。因为，对于一个事物的全面认识，我们需要的是多元视角，不同的视

角可以结合起来，相互补充（朱彦明和汤伟松，2014）。在这一点上，科学视角主义与强推理方法

（strong inference）（Jewett，2005；Platt，1964）的主张是一致的。强推理方法指出给定一个经验现

象，应该想出尽可能多的理论解释，通过观察或实验拒绝解释力差的理论解释，最终保留解释

力最强的理论解释。之所以应该想出尽可能多的理论解释是因为，当一个研究者对一个现象想

出一个较为满意的解释的时候，舐犊之情便油然而生（Chamberlin，1965）。当他陷入对一个理

论解释的偏爱之中时，就会对其他的合理的理论解释视而不见（McGuire，1983）。
经典的管理研究文献认为，新的想法是根据类比原则，从既有的不同概念框架（frame）或

概念空间中，选择不同的元素，进行重新整合而产生的（Boxenbaum和Rouleau，2011；
Cornelissen和Durand，2012；Cornelissen，2006；Oswick等，2011）。因此，能从多个不同视角看问

题是概念整合的前提。相同的观点还体现在Young（2003）提出的两条创新原则上：（1）所有的

创新完全是既有元素的重新组合；（2）对既有元素重新组合的能力则依赖于是否能看到表面上

不相关的事物背后的联系，也就是能从多少个角度看问题的能力。

除了为预言寻找多种解释，科学视角主义还要求把每种解释形式化（Bruggeman和
Vermeulen，2002）以便于探索预言因何种原因成立，在什么情境下成立，即与预言相关的中介

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中介变量主要用于解释预言；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主要用于揭示

预言成立的情境或者边界条件。把预言的每种解释都形式化后，例如都以三段论的标准形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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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那么，很容易辨别出中介变量，因为它作为中项，出现在大前提和小前提中，但是不出现在

作为结论的预言中。一个预言的各种解释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们的中介变量不同。形式化表达

后，虽然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不如中介变量那么容易辨认，但是比没有进行形式化表达时要容

易很多，因为通过辨别出中介变量，至少引入了两个预言，一个是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的关

系，另一个是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影响这两个预言的调节变量或者控制变

量都很可能是原来预言的调节变量或者控制变量。

管理研究一直都很重视中介变量，因为它常常代表着因果机制。对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

强调也在与日俱增，因为它们意味着一个理论或科学结论成立的情境或边界条件。近些年，情

境因素得到高度关注（Davison和Martinsons，2016；Goldsby等，2013；Johns，2006；Rousseau和
Fried，2001）。此外，调节变量的寻找方法（Gray和Cooper，2010）、控制变量的使用方法

（Atinc等，2012；Becker，2005；Carlson和Wu，2012）也得到了较多的讨论。

（二）经验层次

1. 在研究设计时考虑多个变量、多个预言

理论层次的探索引入了更多的变量。我们仅仅以最简单的预言开始分析：X与Y有正相关

关系。假设每个预言至少有两个理论解释，每个理论解释分别不重复地提供一个中介变量和一

个调节变量，那么可以计算一下在数据收集时应该考虑多少个变量。“X与Y有正相关关系”有
两个理论解释，那么这个预言就有两个中介变量和两个调节变量。同理，“X与Y有正相关关系”
的对立命题“X与Y有负相关关系”也有两个中介变量和两个调节变量。再加上X和Y这两个变

量，总共有十个变量之多，此时尚未考虑控制变量和研究者感兴趣的探索性变量。

理论层次的探索引入了更多的预言。同样以上面的例子分析，“X与Y有正相关关系”有两

个理论解释，每一个理论解释引入一个新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那么该预言总共引入了六个

预言（假设一个新的调节变量仅仅引入一个新的预言）。同理，“X与Y有正相关关系”的对立命

题“X与Y有负相关关系”也会引入六个预言。再加上原有的两个预言，总共是十四个预言。

2. 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序列

经过理论层次的多角度的探索，需要纳入到研究设计中的变量个数和预言个数将变得十

分庞大。若把它们都包含在一个研究中，这个研究将变得过于复杂而难以控制。此时，有选择、

有步骤地进行多个相关的研究，形成一个研究序列是较为可行的选择（McGuire，1989）。例如，

可以在第一个研究中包括初始预言，然后从初始预言的前两个理论解释引入的六个预言中选

择违反直觉或者距离直觉较远的两个预言；对初始预言的对立命题也做类似处理。然后，可以

以第一个研究中的初始预言为基础，在第二个研究中纳入初始预言的另外的理论解释所引入

的预言，或者纳入初始预言的前两个理论引入的新预言（例如，理论解释指出有三个调节变量，

第一个研究仅仅涉及第一个调节变量，可以把剩下的两个调节变量放到第二个研究中）。在进

行变量选择的过程中，唯一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是重要参考标准。唯一性是要确保理论解释的

可追溯性，例如，初始预言的三个理论解释都指出某个变量是调节变量，并且对初始预言的影

响是一样的，但是三个理论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那么，如果把这个调节变量纳入到研

究中，很难追溯由这个调节变量引入的预言的理论解释。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要是指某个变量有

没有已经建立的测量工具或者数据是否容易取得。

研究序列的思想与管理研究中的多样本研究（multi-study research）思想是一致的。许多管

理研究者（Helfat，2007；Hochwarter等，2011）对管理研究中存在大量的单样本研究（single-
study research）表示不满，认为单样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致使研究结果不易重复，因而不利于

管理知识的积累。他们提倡多样本研究，因为研究理论和情境因素交互需要多样本（Hochw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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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1），多样本研究有助于揭示影响理论的丰富的情境因素（McKinley，2010）。
（三）报告层次

1. 明确结论的条件

科学视角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在于强调科学结论的条件性，因此，在研究报告中明确科学结

论的条件是其必然要求。根据吉尔（Giere，2006），科学结论的条件包括理论视角和经验视角，

对应到图2中，理论视角包括要研究的问题、理论假设和预言；经验视角包括研究设计、数据收

集与预处理、数据分析与解读。当然，得出科学结论的过程是一个逻辑严密的过程，不仅仅是简

单罗列上述内容的问题。姜红丙等（2016）提出的ADEL模型表明，任何一个科学结论都是由假

设和证据按逻辑推导而得到的。ADEL模型给出了如何把理论视角和经验视角的各部分内容

以清晰而完整的方式明确表达出来的建议。

明确科学结论的条件与科学界一贯倡导并且最近突出强调的透明、公开、可重复（Campbell
等，2014；Nosek等，2015）的要求是一致的。正如Hunt（1983）所言，“清晰而完整的分析能够最大

化别人指出我们错误的几率。当一个作者的分析是不完整和模糊的时候，面对别人指出的错

误，他经常以‘你误解了我的意思’开始为自己辩护”。明确表达科学结论成立的条件便于他人

对科学结论做公正的评判，便于实务界判断在某个具体情境中能否使用科学结论，因此，能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理论与实践的分裂（马庆国，2002）。
2. 预先登记研究计划

为了确保研究的透明性，预先登记研究计划是一个有效的方法（Nosek和Lakens，2014）。
《Science》和《Nature》相继刊出文章提倡预先登记研究计划（Franco等，2014；Nosek等，

2015）。在收集数据之前，先在一个公共的地方登记研究问题、理论假设、预言和具体的研究设

计（包括如何收集数据、何时终止收集、如何分析数据等），这样防止研究者在看到数据之后变

换了数据分析方法而不在论文中进行说明（Chambers，2015）。相应地，许多期刊推出了两阶段

评审制度（two-stage review），不管最终结果的强弱，如果预先登记的研究计划通过了评审，那

么原则上论文就能够发表（Banks等，2016；Nuzzo，2015）。

六、  研究结论与展望

现行的管理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的QRPs。本文在关于QRPs的前沿研究（Banks等，2016；
O’BoyleJr等，2014；Leung，2011）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研究问题：（1）从科学哲学的视角看，为

什么管理学界强调理论和验证性研究？（2）从科学哲学的视角看，在验证性研究时为什么要追

求统计意义显著？（3）为什么科学视角主义有助于减少QRPs？（4）根据科学视角主义，我们应该

如何进行管理研究？

对于研究问题（1），本文认为强调理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容易通过研究的逻辑检验；偏

爱验证性研究是因为它们经历了经验检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对于研究问题（2），追
求统计意义显著主要是为了说明我们的研究推进了科学知识，因为根据逻辑主义，科学进步的

标志是历史的确证，而一个命题想要得到确证，就要统计意义显著。对于研究问题（3），追求统

计意义显著的实质是追求理论假设得到确证，因为历史的确证是科学进步的实际标志。科学视

角主义更加强调识别科学结论成立或不成立的条件是科学进步的标志，因此，它倡导科学研究

不管是确证还是否证，明确在什么条件下得到确证或者否证更为重要，没有必要追求统计意义

显著。对于研究问题（4），本文分别从理论层次、经验层次和报告层次提出了在管理研究中遵循

科学视角主义指导的研究策略。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推进了我们对QRPs产生根源的理解，并尝试性地从科学视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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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提出了减少QRPs的研究策略，以引起同仁们对QRPs的重视，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1）由于研究视角的限制，有许多其他避免QRPs的措施并没有在本文中阐述。

例如，如何全面报告统计检验的结果等；（2）要避免QRPs，单靠个人的努力是办不到的，需要我

们学术界整体的合作，特别是需要改变我们的学术激励机制、期刊的论文评审规则等等。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管理研究的工具箱中增加一个思想工具：科学视角主义。因为它对科

学结论的条件性的强调，与科学界一贯倡导并且最近突出强调的透明、公开、可重复是高度一

致的。本文并不否认管理研究工具箱中其他工具的有效性。在这一点上，本文十分赞同爱因斯

坦的论述：“我对任何‘主义’并不感到惬意和熟悉。对我来说，情况仿佛总是，只要这样的主义

在它的薄弱处使自己怀有对立的主义，它就是强有力的；但是，如果后者被扼杀，而只有它处于

旷野，那么它的脚底下原来也是不稳固的”（李醒民，2002）。爱因斯坦从认识论与科学的相互关

系角度对他的这种观点做了解释。他写道：

“寻求一个明确体系的认识论者，一旦他要力求贯彻这样的体系，他就会倾向于按照他的

体系的意义来解释科学的思想内容，同时排斥那些不适合于他的体系的东西。然而，科学家对

认识论体系的追求却没有可能走得那么远。他感激地接受认识论的概念分析；但是，经验事实

给他规定的外部条件，不容许他在构造他的概念世界时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因而，从

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一个独立于

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像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

（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像一个唯心论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

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他像一个

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是他的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可以

像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毕达哥拉斯主义者”（爱因斯坦，1976）。
虽然本文主要论及的是管理研究领域，科学视角主义仍然适用于很多其他学科或研究领

域，如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政治学等。本文提出的研究策略可以根据研究领域的具体情况

变通使用。由于学识与文章篇幅所限，有许多研究问题本文并未深入，有待进一步研究。（1）管
理研究特别强调概念的清晰性和准确性，因为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自然科学研究的概念定义

和操作程序比较标准，没有太多异议，而管理研究则需要用大量篇幅澄清概念纠纷。那么如何

澄清概念？如何系统地、清晰地定义概念？现有的研究并未提供太多的可操作的指导。（2）按照

科学视角主义的观点，给定一个预言或该预言的对立命题，我们需要找到它的多种理论解释。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找到多个理论解释？一般来说，找到一个不是很困难，如何系统地、有步骤地

找到多个理论解释？据我所知，现有的研究仍然没有提供足够的可操作指导。（3）现行的、国际

上通用的研究报告格式被称为“洋八股”。但是很多学者对“洋八股”产生质疑。从本文的分析来

看，“洋八股”是研究人员精心构造的成功历程的报告，并没有反映真实的研究过程。如何设计

既能反映真实研究过程又能略去琐碎细节的研究报告格式？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不管

是“中八股”还是“洋八股”，一旦出现不利于科学进步的时候，都需要做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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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Can Management Research Learn from Scientific
Perspectivism？

Jiang Hongbing
（Management Engineering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Scientific perspectivism is a kind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developing based on logicism
and its core thought lies in the emphasis on conditional scientific knowledge. This paper analyzes
existing management research paradigm and discusses the motivation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scientific
perspectivism and feasible strategies. At present, popular research paradigms in management field
include the emphasis on theoretical basis, the bias of confirmatory research and the pursuit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 results. So researchers may adopt some questionable research behaviors to
pander  to  these  requirements.  But  these  behaviors  give  rise  to  a  serious  consequence:  existing
management knowledge base is filled with a lot of false positive results. It is no doubt that it is not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igin of science philosophy of
the above research paradigm, and points out the profound effect of logicism on this research paradigm. It
confirms the management research taking scientific perspectivism as the guidance thought: on the one
hand, it helps to reduce questionable research behavior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can get rid of the
disadvantages of current management research ignoring the assumptions and contextual factors.

Key words:  scientific perspectivism;  questionable research behavior;  disconfirmation dilemma

微信扫一扫二维码，可观看作者对本文的视频讲解：

（责任编辑：子  文）

 

科学视角主义对管理研究的启示

113


